规避腐败　提高公共投资绩效
谢地 丁肇勇
由于市场失灵以及经济活动外部性的存在，有些投资活动如公路、铁路、港口、能源、城市基础设施以及其他大型基础设施等，是民间企业不愿或难以承担的。这就要求政府在公共财政的框架内，通过公共投资来解决，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性条件。为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不断扩大国债投资为主的公共投资，对于扩大内需、加快西部大开发、建设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各种基础设施、推动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已经或即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公共投资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具有间接的生产性，为全社会各部门的生产活动带来种种便利，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生产部门的成本与收益、产品或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公共投资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投入，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分摊成本，是其他直接生产部门赖以建立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属社会先行资本。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供给明显不足，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在经济发展初期，尤其应该集中精力，扩大公共投资，保证基础设施的超前发展。美国经济学家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等人指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为启动经济，促进经济快速成长，政府应增加公共投资，用于改善基础设施，为私人投资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加速经济“起飞”。到经济发达阶段，公共投资仍应保持稳定的增长，只不过此时公共投资的重心是从注重基础设施等“硬件”向教育、保健、社会保障等能够直接增加社会福利的方向转移。公共投资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的普遍重视。但是，在公共投资中孳生的腐败现象颇令各国政府头疼，也是社会公众十分关注的问题。
相对于其他形式的投资活动，公共投资领域之所以易于滋生腐败的原因主要是两个：一是公共投资领域“委托——代理”关系的制度性缺陷。公共投资来源于国家财政，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些接受公共委托的官员。但信息不完全或监督成本过高，使得委托人难以对代理人采取有效的监管，公共资源使用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十分突出。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共投资决策并非是公共的选择，而是精英集团的选择。公共投资治理结构的这一缺憾是公共投资领域中腐败孳生的经济根源。二是公共投资目标的多元化与复杂性，与其他投资活动相比，公共投资承担着更多的社会公共职能，项目决策要考察的是社会综合收益，而不是单纯的经济效益，甚至于有些公共投资项目从财务角度是亏损的，这在某种意义上为某些官员与项目当事人互相勾结、瞒天过海侵吞公共财产创造了条件。
公共投资领域的腐败表现在公共投资决策、结构和项目实施等不同的层面。
对公共投资决策的消极影响。公共投资决策者首先要回答与公共投资项目决策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比如公共投资预算总额、公共投资的部门结构、公共投资项目的方案选择、每个公共投资项目的规模和设计方案等。在上述决策内容中，尤其是对公共投资项目选址、规模、具体设计等方案的决策，某些决策者拥有相当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尤其在制度性控制相对薄弱、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条件下，掌管决策权力的机构或个人，就有产生腐败的机会与可能。比如在项目选址上，他们可以凭借其控制力，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决策，而不考虑项目投资的综合效益。据国外的媒体报道，某国前总统，因从自己私利考虑出发，在自己的故乡，一个不适合的小城市，利用公共资源修建大型机场，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由此也被提起了诉讼。在项目建设规模上，某些官员从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考虑出发，上马一些以展示其政绩为目的的规模庞大、奢华复杂的公共项目，建成的是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以至于公共投资占GDP或社会总投资的比重持续增加，但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不断下滑。 

对公共投资项目实施消极影响。公共投资项目的实施，通常要交给国内外的某一具体的施工企业来完成。对施工企业来讲，获得承建公共投资项目，尤其是大型公共投资项目的合同，可以获得非常丰厚的利润。为谋求企业利润最大化，他们会向掌管控制权的官员支付“酬金”，凭借官员的权力赢得合同。在某些国家，本国企业为赢得项目竞争而支付给他国官员的“酬金”，不仅合法，而且会获得一定的税款扣减的优惠。尽管“酬金”占项目总投资的比率可能很低，但是因投资项目规模巨大，其绝对数额还是十分可观的，甚至于数百万上千万。当然，这些“酬金”的支出，企业决不会自掏腰包的，他们会想尽办法，“羊毛出在羊身上”，将贿赂支出最终计入项目成本。因腐败而导致公共投资规模大、成本高的现象在国内外屡见不鲜。比如央视国际网站曾披露了一起全国交通系统最大的腐败案，同时报道广东省目前高速公路每公里平均造价3900万元以上，是山东省、河南省的1.6倍。高速公路造价为何居高不下？报道认为，除了地质等客观原因之外，也与企业行贿或官员索贿有关。在某些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如果不给某些官员一定的“酬金”，就别想拿到合同。从规范意义上讲，选择施工企业，应该采取“阳光操作”的招投标模式，但实际上仍无法杜绝某些官员的干预。那些接受贿赂的官员通过其影响力，帮助企业赢得竞标。当他们从中获利后，就有更高的热情来增加公共投资、扩大投资规模，从而可以获取更多的“酬金”。腐败因素是公共投资项目成本规模持续不合理膨胀的根本原因，是项目预算超概算、决算超预算的症结所在。
对公共投资效益的消极影响。腐败除了增加公共投资规模之外，还极大地影响到公共投资项目的建设质量，尤其对于那些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项目。为弥补行贿的支出而偷工减料，造成建设质量低劣，往往是刚刚建成就需要大规模的维修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
对公共投资结构的消极影响。在公共投资中，因公共工程需要对外发包，选择施工单位，权力存在寻租的机会，因而官员在公共支出决策时，往往偏好投资性支出，忽略经常性支出，一方面造成已有公共工程因维护不足而效率发挥不好；另一方面，用于教育或者医疗卫生的开支过低。
公共投资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分摊成本。公共投资不仅直接地增加社会公共资本存量，而且通过为非公共投资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刺激非公共投资的发展。但是，大量腐败现象的存在也会使公共投资绩效大打折扣，容易引发公众的不满和其他的社会问题。借鉴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我国在增加公共投资支出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各类腐败行为的产生，提高公共投资效益。为此，国家在逐步加大公共投资力度以支撑或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对公共投资体制进行改革，建立起科学高效的监督平衡机制。首先，应建立公共投资项目立项的社会公众参与机制，让纳税人来决定而不是完全由官员来决定他们的金钱要不要和怎样以及建立哪些公共投资项目，同时取消不合理的公共投资项目。其次，在公共投资领域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大范围的招投标制度，在国内外公开选择施工单位，给予不同所有制和境内外企业以同等的机会。再次，完善公共投资项目的监控体系。公共投资领域是公有产权制度缺陷的重灾区。但一方面，不能因为明显存在巨大的腐败可能性而减少公共投资，另一方面必须着手建立腐败生成的预警机制。除了增加腐败“难度系数”，提高腐败的“机会成本”外，最主要的还是建立相互制衡的包括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程监管的制度，弱化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减少权钱交易的机会。最后，强化对公共投资项目施工企业的进入管制，提高进入门槛，使靠非法的手段才能生存的经济主体没有办法继续靠行贿来“滥竽充数”，从一开始就能够被拒绝在公共工程建设的大门外。2003-06-03 光明日报
